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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作共识的形成，既需要屏蔽权力与资本的干扰，又需要发挥话语的建设性作用。

阿罗定理仅重视了前一个侧面，其带有悲观色彩的结论在所难免。理解性话语及其粘结的交往

结构，提供了将两个侧面结合起来的可能途径。发展理解性话语的可行之路在于确立相应的话

语规范和体现纯粹程序正义的话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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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consensus，lies not only upon shielding it from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power and capital ， but also upon the constructive effect of the 

discourse.The Arrow’s Theorem merely focused on the former ， which inevitably led to a 

pessimistic conclusion.Comprehensive discourse together with the inter－structural mechanism 

provides us with a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the two sides.Therefore，developing the compre-

hensive discourse rests with establishing the corresponding discourse standards and  the discourse 

system which purely embodies procedur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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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在个人偏好不变前提下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是否可能 

贝克尔（Garys Becker）把稳定的个人偏好与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的综合假定，看

成对人类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核心”。他指出：“偏好稳定的假设为预见各种变化的反

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研究人员以偏好的改变来解释事实与其预言的明显矛盾。”
[1]
 

在私人决策中，稳定的个人偏好可由个体的理性加以解释，不必进一步追问其生成。

只要私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和自由权）能得到保障，那么，把稳定的个人偏好视为行为

决策的价值前提，不会引起什么疑虑。 

而在公共决策中，作为价值前提的集体偏好，却无法用难以捉摸的“集体理性”加以

解释，只能在异质个人偏好的集结中探究其生成过程。为保证集结过程能达成不包含独裁

因素的合作共识结果，须对各种形式的强制、欺诈和诱骗加以屏蔽。其途径是引入相关的

社会性伦理规范。如私人决策中的理性假设一样，公共决策中用以集结个人偏好的伦理公

设，是一类基础性假设。缪勒（Dennis C. Mueller）指出，当决策“从个人层次转向社会

层次是，诸公设从简单地定义理性转化为表达这个社会的伦理规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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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伦理规范作出系统阐释的学者，首推阿罗（Arrowk）。他在名著《社会选择与个

人价值》中提出了关于偏好的两个公理（连通性与传递性），以及关于群体偏好与个人偏好

之间关系需满足的五个条件（完全域条件、正相关条件、无关方案独立性条件、帕累托条

件、非独裁条件）。这些公理和条件，常被概括为五个公设（以下简称为阿罗公设）：帕累

托公设、非独裁公设、传递性公设、无限制区域公设、无关方案独立性公设
[2]
。略去公设

的形式化表述和技术性内容，可对它们的伦理内涵作如下解释： 

帕累托公设意味着集体偏好不应与集体中任何人的个人偏好相违背，或者说，集体福

利的增加不应以任何人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既不存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侵吞，也不存在多

数人对少数人的损害。 

非独裁公设息味着集体中不存在强制胁迫，不能把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偏好强加在其他

人身上，冒充为集体偏好。 

传递性公设息味着集体选择是有结果的，而且这个结果与路径选择无关，不会因程序

选择的差异导致选择结果的不同。 

无限制区域公设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偏好，并受到同等尊重，不存在

任何偏好顺序的限制和扼杀。 

无关方案独立性公设意味着备选方案的优劣仅取决于方案本身，防止以与备选方案无

关的其他方案作为交易手段，干扰和操纵选择过程。 

分别看来，阿罗公设的每一项内容都有伦理正当性，然而，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运

用于集结过程时，阿罗导出的逻辑结论却令人沮丧：同时一满足这五个公设的集体选择过

程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如果严格坚持阿罗公设，集体选择过程将无果而终，需要引入某

种形式的独裁，才能获得确定的结果。用阿罗的话说：“如果我们排除效用的人际间比较的

可能性，那么令人满息且又相当广泛的个体排序组都有定义，把个体趣味集结成社会偏好

的仅有方法要么是强加的，要么就是独裁的。”[3] 这就是引起广泛重视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走出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改良途径是放松非独裁性公设之外的其他前提公设。然而，每

一种放松都会对应于一种独断性因素的引入。例如： 

1.放松帕累托公设，用适宜多数（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代替全体一致。此时不仅会

出现“孔多塞悖论”（备择方案多于 2 个），而且会出现带有再分配性质的“多数暴政”。 

2.放松传递性公设，允许采用“议程控制”方式，使选择结果具有某种路径依赖性。

此时，谁来控制议程以及何种方案能以何种方式进入议程，会被某些人操纵。 

3.放松无限制区域公设，用“单峰偏好”规则或“以足投票”方式，使个人偏好有某

种程度的同质性。此时，具有双峰偏好的人事实上已被隔离和排除在集体之外。即使能靠

以足投票维系的小群体，当遭遇外部性问题时，依然会以独断姿态与异质偏好打交道。 

4.放松无关方案独立性公设，允许多类方案选择中的策略性行为（策略投票和捆绑投

票）。此时，能进入决策集的方案是什么，由谁决定，此种方案集会对何种偏好加权等，依



旧会被少数人操纵。 

放松前提公设所导致的独断性表明，阿罗定理不仅在逻辑上是严谨的，而且在经验上

也是可观察的。 

既然如此，以合作共识为特征的非独裁性集体偏好，还能达成吗？ 

二、问题的关键：迭加式集结抑或相干式集结 

就实质而言，阿罗公设服务于如下目的：应当使个人偏好的集结过程，免于权力的强

制、利益的交易、集团的操纵和议程的控制。这样才能保证个人偏好的独立性与不变性，

既不被他人的偏好所左右，也不左右他人的偏好。 

果真如此，则个人偏好的集结过程将呈现线性迭加特征。其要点为：1.把既成且稳定

的各种个人偏好作为集结起点；2.把各种个人偏好的真实且充分的表达作为集结中介；3.赋

予每个人的偏好以相同的权重进行迭加处理获得集结结果。此种特征既体现了个人是自己

利益的最好判断者的信念，也体现了个人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甚至体现了方法论

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正是在此种特征中，阿罗公设作为一柄双刃剑的两重作用同时表现了出来：一

方面，它力图斩断独裁式权力，欺诈式交易、愚弄性操纵对偏好集结过程的干扰;另一方

面，也会斩断正常交往中的沟通、交流、共同谋划对偏好集结过程的贡献，从而也会阻塞

形成合作共识的非独裁途径。 

事实上，合作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在交流辩论、宽容妥协、利益协调中聚集，也往

往以某些个人偏好的适当调整为条件。如果既成的个人偏好永远坚持不变，那么，异质偏

好之间的冲突将无法纳入合作共识的轨道，甚至可能演变为外部对抗。协商民主论者之所

以极力推崇沟通、对话、辩论、商谈，正是由于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合作共识的可能性。哈

贝马斯（Juergen Hahermas）认为，沟通是交往行为的核心，“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

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的认可，”[4]他显然重视以有效话语为基础的沟通对

共识的积极贡献。福克斯（Ralph F. Fuchs）认为，辩论对话中的“听、说和相互劝服的过

程有可能改变观点，调整期望，或者创造出新的行为能力。”[5]他显然重视论辩性话语对个

人偏好调整的积极作用。这种通过商谈而对个人偏好作出调整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显然

是个人偏好的非线性相干。其要点在于：1.把问题情境下的异质个人偏好作为集结起点；

2：把借助于有效性话语而进行的异质偏好之间的对话、辩论、商谈作为集结中介；3.把商

谈中形成的共识作为集结结果。 

由此可见，基于阿罗公设所导出不可能定理，仅表明了线性迭加的偏好集结过程会无

果而终。由此提出的问题，不应当归结为独裁因素对偏好集结的不可或缺，而应当探索良

性的相干结构，使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成为可能。 



    三、问题的转换：何种相干结构会使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成为可能 

相干性集结无疑是指异质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协同。如果这些相互

作用，靠政治行政权的强制或资本金钱的诱逼而实现，属于独裁性相干。当能剥离权力和

资本的干扰，诉诸于平等对话加以实现时，就具有非独裁相干的基本特征。 

无容置疑，权力、资本和话语都是重要的社会整合资源。行政制度中的权力，市场制

度中的资本，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涉及公共性问题的公共决策中，这两类资

源所内涵的不平等性，使之很容易以某些私人偏好或集团偏好置换集体偏好，由此导致的

目标置换和目标错位现象，已成为政府失灵的重要表现。因此，屏蔽权力和资本对公共政

策的干扰，势在必行。然而，仅此一端，尚不足以带来积极成果。需要将屏蔽权力与资本

的干扰，与发挥平等对话的建设作用联系起来，并探究相应的话语特征，才是改善公共决

策的根木途径。 

阿罗公设充分重视了屏蔽权力与资本这个侧面 ,但却忽视了发挥话语作用的另一侧面，

并因此未能触及屏蔽权力和资本所应具有的话语特征问题，其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结论在

所难免。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令人注目之处恰恰在于，,已不局限于探讨屏

蔽权力和资本的外在规定，而是前进一步，探讨屏蔽权力和资本对话语的内在要求，以此

阐明平等对话所应具有的话语特征，并从理解性话语以及与之相应的交往结构中看到了通

向“民主意愿”形成的希望之路。 

理解性话语是相对于策略性话语而言的。其主要特征在于，“参与者应该无保留地追求

他们的语内目的”[6],即追求由语言明确表达的且能根据语言规范使对方清晰了解的目的。不

论采用陈述式、承诺式、阐释式或宣告式，其目的均带有公开性和自明性，其语境均带有

普遍性和规范性，其唯一指向是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相互沟通。与此不同，策略性话语则追

求“语后目的”，它“把语言作为手段包容到目的行为当中”[4]，力图通过语言在对方身上唤

起以言取效的效果，其目的带有隐秘性，需在推测揣摩中了解，其语境带有偶然性，不受

公开规范支配，其指向在于将对方工具化。威胁性的恐吓、诱骗性的算计、独自性的展

示、虚假性的恭维，均追求语后目的，均把对方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从而属于策略

性话语，而不是理解性话语。 

隐藏在策略性话语中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常需以权力和资本作后盾，它是权力和

资本介入对话过程的主要形式。而理解性话语既然排除了语后目的，也自然排除了权力和

资本的应用以及对权力和资本的顺从，由此成为屏蔽权力和资本的话语形式。 

理解性话语的上述规定，决定了以它为中介而连通起来的交往结构，会具有如下特

点： 

1.议题对所有相关者开放。只要对问题情境下的议题有所陈述、有所阐释、有所承



诺，均可获得对话资格和事实上的话语权利，不受财富多寡、地位高低、资历深浅的限

制。 

2.理由面前人人平等。在此种交往结构中，话语所阐释的理由是基本的交换对象。理

由是否被接受以及如何被接受，不取决于理由持有者在其他方面的强势或弱势，而仅取决

于理由本身的充分性。 

3.共识在争辩中自发形成。理由间的碰撞，既是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也是新理由的

生成过程。由于排除了语后目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会被接受，进而达成关于相关议题的

共识。此种共识不会预成地存在与争辩过程之外，而是争辩过程的自发结果。正是这种自

发发生的特点，使更易于令人信服并受到尊重，由此导致有悖于它的个人偏好有所修正。 

由此可见，理解性话语及其粘合的交往结构，能将屏蔽权力和资本的干扰与发挥话语

建设性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在这里当是可能的。 

问题在于，这种理想化色彩颇浓的话语和交往结构，能否成为现实？ 

四、应答域设置：通向合作共识的话语规范和制度保证 

策略性话语充斥政坛、论坛、讲坛的情况下，构建多层次的以理解性话语为基点的交

往结构，无疑困难重重。其可行之路，当然不是设想新的强制因素禁绝策略性话语，而是

限制和改造它，使其从赖以寄生的理解性话语中剥离出来，净化语言的应用，用哈贝马斯

的话说，“使现实社会中的选择时间、空间和事实的强制，在假定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中发挥

作用。”[7]为构造这种理想交往体，需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确立适用于理解性话语的话语规

范;构建与此种规范相适应的制度保证。 

确立话语规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提供公开的评价尺度，有利于鉴别和排斥策略

性话语。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关于话语有效性的研究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从交往行为所

涉及的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出发，为用于沟通的话语提出了三个

有效性要求：指向客观世界的“命题的真实性”、指向社会世界的“命题的正确性”、指向主

观世界的“真诚性和本真性”。他认为，通过交往达成共识的共性就在于：“规范的一致性、

共享命题知识以及相互信任对方的真诚性”，据此“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完全可以根据这

三个有效性要求来加以衡量”。[4] 

尽管哈贝马斯的有效性主张，尚存在争议和修正，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已经显

现，为使集体意愿的形成具有民主特色，需将外在于话语的各种伦理公设转移到话语中

来，以此来改造充斥着策略性话语的互动过程。 

话语规范的实施需借助制度力量的推动。一种能限制策略性话语的制度，显然有利于

理解性话语的推广。由于理解性话语表现在平等协商和沟通的交往过程中，它所形成的共

识带有自发生成特征，因而发展此类话语的制度应符合“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即只要严

格遵守了相关程序，无论结果是什么都应该视之为正义的。体现在纯粹持续正义中的理



性，有时被称为“程序性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种将自己也置于审视之下的理性观

念”，除程序本身之外，“既没有一个更高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是我们——发

现自己已处于语言地构成的生活形式之中的我们—所能够诉诸的。[6] 

体现程序性理性的话语制度，应满足两方面的要求： 

其一，它应该能保证公平协商和自由辩论充分展开。诸如，赋予一切可能的当事人以

平等的话语权，有均等的演说机会，均等的提问、陈述和解释机会，均等地表态、反对和

禁止的机会，互动应当自由运作，观点应当公开，见解应当允许补正，乃至引入强制论

证、分解论据压力以及对方案的反复筛选等预防措施。满足这些程序性要求的话语机制，

既是一种协商机制，也是一种淘汰机制。它在运作中，既会使那些不真实、不真诚、不正

确的话语边缘化，又同时使符合话语规范的见解聚集认同，成为合作共识的基础。 

其二，它应该能保障协商辩论过程适时终止。诸如，引入否决制、多数裁决制未必符

合集体中每个人的偏好，甚至在而后的实践中还会发现有重大漏失，然而，由于它是在充

分争辩中自发形成，反映当时当地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因而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独裁

的偏好集结过程。只有这样，协商辩论过程才不致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以致把社会资源

耗费到难以承受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于限制和改造策略性话语而言，及时终止的程序也

有积极作用。一般来说，以目的为导向的策略性话语，总希望把公共论坛变成独自式的展

示或交易性的讨价还价场所，它所带来的各种特殊利益间的循环论证，往往使辩论协商脱

离合作共识的大方向。如果能有效地终止这类循环论证，策略性话语的活动空间也自然被

压缩。 

毫无疑问，确立理解性话语的话语规范并构建相应的话语制度，是长期的渐进过程。

它紧密依赖于政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然而，这并不妨碍在现有条件下，

对关于重大问题的公共决策中易于出现的利益集团间的策略互动，“铁三角”的策略互动，

进行限制和改造，其途径是赋予公众以名副其实的话语权。通过公众话语权的行使，策略

性互动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改造，在限制和改造中，基于理解性话语的交往结构也会日

益生长起来。对于公共决策乃至公共管理而言，这也许是使其日臻完善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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